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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骑鲸人》中的文化记忆与处所建构

易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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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威提�依希马埃拉的小说《骑鲸人》为例，探讨毛利族群如何通过文化记忆与处所建构的
互动维系身份认同。研究分析神话叙事、仪式实践与处所建构在文化记忆中的作用，并讨论现代性冲击下文
化记忆的断裂与更新。毛利文化记忆通过派克阿骑鲸的神话，将历史转化为象征性神话，为泛歌拉海岸赋予
神圣意义；传统仪式则通过身体实践将文化记忆融入处所建构，强化生态伦理与集体认同。然而，现代商业
掠夺、性别偏见和环境破坏威胁了文化记忆的延续。关键角色卡呼突破性别禁忌，重塑骑鲸仪式，展现了文
化记忆的适应与重构能力，以及其在赋予处所新意义中的作用。研究表明，文化记忆与处所建构紧密相连，
其生命力源于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为少数群体文化传承提供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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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西兰作家威提·依希马埃拉（Witi Ihimaera,1944—）是毛利文学复兴运动的核心代表人物，被誉为英语
文学中毛利文化书写的开创者。威提·依希马埃拉的创作具有强烈的处所意识（awareness of place）与毛利民
族情怀，他出生于新西兰吉斯本，成长于东海岸怀图希小镇的毛利社区，这片浸润着毛利传统的土地与海
湾，成为了其创作中的永恒的精神图腾。他的写作生涯始于20世纪70年代，于1972年出版毛利文学史上首部
短篇小说集《绿岩》（Pounamu Pounamu），1973年推出首部毛利长篇小说《葬礼》（Tangi）。1980年后他
创作了大量作品，专注于研究当代毛利文化、传说和历史，以及新西兰殖民化的影响。他曾说过“毛利文化
是 taonga，是我从中汲取灵感的宝库”[1]。1987年出版的《骑鲸人》（The Whale Rider）是他最著名的作
品，于2002年被改编成电影，中译名为《鲸骑士》。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双重冲击下，原住民文化记忆的存续与重构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毛利人
作为新西兰的原住民，其文化传统深深植根于与海洋共生的历史实践及精神信仰之中，而威提�依希马埃拉
的小说《骑鲸人》则以文学的方式勾勒出毛利文化记忆的图景。本研究基于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与处
所理论，试图探讨毛利人如何通过神话叙事、仪式实践与空间建构维系族群身份认同，以及现代性冲击下文
化记忆的断裂与更新机制。通过分析“回忆形象”在神话与现实中的动态演绎，以及“泛歌拉海岸”作为文
化处所的意义建构与重构过程，揭示原住民文化在当代语境中面临的挑战与自我更新的可能性。研究旨在阐
明，文化记忆不仅是对过去的静态保存，更是通过群体实践不断重构的动态过程，而处所的神圣性与归属感
亦需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实现创造性转化。

1. 海洋毛利人的文化记忆

毛利人 ( the Maori) 是新西兰最早的原住民，其祖先最早从东南亚启程，经过长时间的迁徙，穿越太平
洋，到达波利尼西亚的各个岛屿，最终在公元13世纪左右抵达新西兰（Aotearoa） [2]（p.351-376）。毛利社
会在历史进程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着部落化社会组织形态，期间虽未发展出书面文字系统，但通过代际相
传的部落口头传统保存集体记忆。

《骑鲸人》中以原住民口述的方式，讲述了其祖先派克阿（亦称卡呼提阿）如何自哈瓦以基骑鲸来到泛
歌拉海岸，为此地赐福。在神话中，天地都将人视作天赐之物，对其到来梦寐以求：“等待着。等待着播
种。等待着赠予。等待着天赐之物的到来。”而毛利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派克阿便是应天地之期许到来，并且
为此地创造了生命。派克阿拥有与鲸鱼对话的能力，骑着头带漩涡形刻印的鲸鱼，不断寻找土地，在通向大
地的旅途中，他向大海和大地投掷赋予生命能力的、用毛利杉木做成的小矛。小矛在空中变成鸽子，飞向森
林；有的刺进海水变成鳗鱼。而最后一直小矛却无论如何都拒绝离开他的手，直到派克阿祈祷让它在人们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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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和最需要它的时候开花结果 [3]。（p.6）终于他找到了长年寻求的土地，在阿乎阿乎登陆，变成天人卡呼
提阿，他给新登陆的土地命名，给那里的人们带来赋予生命的“小矛”，告诉人们如何同陆地野兽和海中生
物对话，使地球上所有造物都生活得如同伙伴，相互依赖，和谐共处，成为一个整体 [3]。（p.28）之后他的
后代们恪守着祖先的传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威提·依希马埃拉在《骑鲸人》中以毛利祖先迁徙的历史为蓝本，通过派克阿的神话叙述，将公元13世纪
的航海历程转化为毛利文化记忆的象征符号，展现了记忆如何在媒介的支持下得以重构和传承。扬·阿斯曼提
出，文化记忆不同于交往记忆，它通过文字、仪式和象征符号等媒介固定下来，突破了代际记忆的时限，成
为维系群体身份认同的长时记忆。派克阿的神话作为回忆形象（Erunnerungsfigur），不仅承载了毛利群体的
历史记忆，还通过神话叙述重构了集体时空，填补了殖民叙事中对毛利历史的“流动缺口”。同时，交往记
忆的鲜活性在毛利部族的日常实践中得以延续，与文化记忆形成动态互动，强化了毛利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文
化复兴。

“回忆形象”（Erunnerungsfigur）是文化记忆的主要媒介载体，具有“时空关联”“群体关联”和“可
重构性”三个特性 [4]（p.32），“时空关联”揭示了记忆需依附具体时间空间，借物质载体被感知和传承；
“群体关联”则强调记忆天然依附于特定社会群体，通过共享的神话、仪式或符号，使成员通过“分有记忆
”确证自身的群体归属，而“可重构性”表明记忆能够在新的时间和空间中被动态调整和再解释。它不仅包
括具体的物质符号，还涵盖神话叙事、仪式行为、语言表述等非物质形态，是群体思想的意义承载物。派克
阿骑鲸的神话故事是对于祖先起源历史的讲述：“我们部族的家系属于‘东海大浪族’，祖先的发源地是古人
和神灵们的居住地 —— 哈瓦以基，在地平线的彼方，地球的另一侧，我们的祖先是天人卡呼提阿，他第一个
随着太阳照射在海上的小径从东方而来，骑着鲸鱼旅行到我们今天的居住地”[3]（p.28）派克阿骑鲸从哈瓦
以基到泛歌拉的路径，对应毛利人从波利尼西亚群岛迁徙至新西兰的真实航线，成为毛利祖先现实迁徙的隐
喻。同时，泛歌拉的命名也源自神话：“他把新土地命名为‘远方的泛歌拉’。我们现在简称为‘泛歌拉’。这里
周围的海峡、山岳和河流的名字都来自哈瓦以基，如‘远方的海峡’、‘外阿浦河’和‘远方的山峰’。”毛利人曾
经历殖民统治时期的文化压迫与土地掠夺，祖先起源的神话在这种语境下成为他们重建文化认同、抗衡外来
文化同化的重要工具。通过派克阿的神话，毛利人不仅将自身的文化根源追溯到13世纪祖先迁徙的具体历史
时期，从而在时间上模糊了神圣时间与历史时间之间的界限，构建出一种延续至今的历史认同感；此外，祖
先的迁徙故事与泛歌拉的土地和海洋相结合，将毛利人的文化身份深深嵌入自然环境之中，从而赋予土地与
海洋以神圣意义。正如扬· 阿斯曼认为，记忆需要通过地理空间和叙述得以固化，他指出，“记忆术最早使用
的媒介手段就是空间化”[4]（p.55）。这种叙事通过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不仅使毛利人强化了对自身历
史与文化的认同，也通过共享的文化记忆构建了一种与自然环境不可分割的深刻关联。

派克阿骑鲸的故事描绘了一种万物有灵的生态整体观，而仪式作为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通过对神话叙
事的重现和实践，将这种生态观内化为具有群体义务性的文化规范，强化了集体身份认同与代际传承。“过
去, 在我们的世界中, 神灵同祖先有互相间的交流。神灵有时赋予他们特殊能力。比方说……派克阿有能力和
鲸鱼对话, 可以向他们发号施令。人、 动物和神灵都和睦共处, 融为一个相互依靠的整体。”人、动物和神灵
都和睦共处，融为一个相互依靠的整体。”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通过仪式得以具象化和传承。在实
践中，毛利部族以各种仪式来践行这种生态观念，在捕获渔获时，他们将第一条鱼归还给海洋 [3]（p.37），
作为对海神淌歌若阿的献祭与感恩，从而建立起取之有度的生态契约。使用新渔具前，毛利人会举行祈福仪
式，由长者吟诵祷文请求海神庇佑，确保捕鱼行为带有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他们还为每个捕鱼场、海滩和岩
石命名，并赋予其神话传说 [3]（p.45），通过这种方式划定生态责任区，禁止越界捕捞，体现对海洋资源的
尊重与节制。这些特定的仪式，不仅是神话叙事的实践化，也是文化记忆的复现方式，使毛利人通过神话中
的共同回忆，将生态观念转化为具有群体义务性的回忆形式。借助仪式的重复性与共享性，这种文化记忆在
代际之间循环往复，既强化了毛利人的生态责任感，也巩固了其集体身份与文化认同。在毛利文化中，传统
仪式、象征符号和口述传承是文化记忆的核心媒介。这些媒介不仅物质化了毛利人与自然共生的伦理观，还
通过仪式化的活动将记忆内容固定并传递给后代。

然而，毛利人的文化记忆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着挑战，其核心的生态伦理和象征意义正在逐渐瓦解。老人
回忆童年时，捕鲸曾是“最大的娱乐”[3]（p.46），但现代商业捕鲸者用链锯切割搁浅鲸鱼，“对着镜头比
出胜利手势”[3]（p.96），这与毛利人向海洋致谢的仪式形成残酷对照。与此同时，人类带来的海水核辐射
污染也成为鲸鱼生命的“死亡之网”，不断威胁着他们的生存空间。在毛利人的文化记忆中，鲸鱼是海洋的
巨灵，是派克阿的伙伴，也是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象征。正如小说中所述，“假如他窒息而死，我们也会
死，我们同时面临着鲸鱼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3]（p.113）。这种人与鲸鱼之间基于生命之网（web of
being） [5]（p.316-318）的共生关系，原本依赖代际仪式和象征符号固定储存，但现代社会的掠夺性行为切
断了这种记忆的传承媒介，使其难以延续。

毛利文化记忆的长时性体现在其通过象征符号和骑鲸人神话重构了人与自然共生的历史图景，祖先派克
阿能命令鲸鱼远游、与海中生物对话。这种记忆通过代际仪式得以传承，成为群体身份的深层认同。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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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中的短时交往记忆正在侵蚀这种长时记忆，老人忧思地喟叹道：“我们已经失去了那种能力。”年
轻一代对这种记忆的疏离进一步加剧了危机。卡呼在电影院看到“被刺伤的鲸鱼在血泊中等死，发出痛苦挣
扎的声音”[3]（p.39-40），周围人都对此无动于衷，卡呼却本能地模仿鲸歌：“她那哀伤的长叹声和电影中
的鲸鱼声完全一样”[3]（p.39-40），试图与这种濒临消失的记忆建立联系。毛利文化记忆的长时性正在被短
时、非历史化的交往记忆取代，导致传统记忆在与现代社会的时间冲突中逐渐退化，在年轻一代中只留下残
存的情感纽带。鲸鱼既是毛利文化记忆的象征性媒介，也是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具象表达。鲸鱼的搁浅反映
了文化记忆在现代社会中的“失位”，鲸鱼的象征符号失去了其原本的功能性，成为了生态破坏的受害者。
正如阿皮拉纳老人的话：“但人们变得傲慢了, 把自己置于神灵之上。他们甚至想战胜死亡,但都失败了。他
们的傲慢破坏了整体感,把世界分成两半:一半是他们可以相信的,男一半是他们不能相信的;现实世界和非现实
世界, 自然世界和超自然世界;现今世界和远古世界,科学世界和幻想世界。他们把这两个世界远远分开,在他们
那边的所有东西都是合理的,不在那边的则是不合理的。”[3]（p.112）阿皮拉纳老人的话揭示了一个深层次的
矛盾：毛利文化记忆的功能本来是整合自然与超自然、现实与神话，通过记忆承载整体性世界观；但在现代
社会的二元分裂中，这种整体性被解构，使毛利文化的功能性记忆陷入危机。毛利文化记忆的传承需要突破
现代社会的短时逻辑，通过教育、仪式等手段恢复长时记忆的代际传承。卡呼作为年轻一代对记忆的连接
者，显示了未来重建记忆时间网络的可能性。

作为文化记忆的专职承载者（Trager），老人开设了训练班来传承部族的历史、仪式、语言等，根本目的
是对抗现代文明对毛利文化的冲击，防止传统知识流失。他在会堂中强调：“目的是同样的，即让毛利语子
孙相传，增强部族的生命力。”[3]（p.32）。通过系统教育，老人希望族人牢记祖先的智慧，保持与土地、
海洋的联系，避免被外来文化同化。但会堂训练班只允许男子参加，卡呼作为女性只能躲在会堂走廊偷听，
甚至因啃咬老人脚趾被粗暴驱赶。“潜水捡石雕”是毛利传统中首领资格的神圣测试，老人却因不满卡呼的
性别，试图从家庭中寻找男子来进行这项仪式，筛选培养未来族长，但男孩子们却因“害怕海底的黑暗”或
“无法潜入深处”[3]（p.84）而总是遭遇失败。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强调，仪式是“身体化的
记忆传递”[6]（p.40），但老人将女性从排除在部族的仪式之外，女性无法通过仪式参与文化记忆的分有。
这种性别排斥不仅限制了女性在文化传承中的角色，也导致了文化记忆出现断裂。然而，卡呼以身体实践打
破了这种仪式性排斥的僵局。当男孩子们在深海石雕的测试中因恐惧失败时，卡呼未经允许跃入海水，在豚
鱼的协助下完成了这项被视为男性专属的神圣仪式。当传统仪式因性别偏见陷入危机时，卡呼用实际行动证
明：女性的身体同样能承载仪式所需的勇气与灵性。在小说的高潮部分，卡呼骑上了鲸鱼，成为了新的“骑
鲸人”。不仅拯救了鲸鱼，也拯救了部族的命运，同时也重构了骑鲸人的形象，使其不再局限于男性，老人
最终承认：“你是世界上最好的曾孙。是男，还是女，都无关紧要”[3]（p.143）。派克阿的神话故事在现代
语境中被卡呼重新诠释，这是适应现代价值观和文化需求的重构，也正是回忆形象“可重构性”的体现，“
记忆的方向不仅追溯向后，重构过去的回忆，还不断向前，规约现世的走向”[4]（p.35）。卡呼的实践为毛
利人的文化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暗示唯有打破性别、代际、人与自然的多重断裂，文化记忆才能在新的叙
事中重生。

2. 记忆与泛歌拉的处所建构

所谓处所，是物理、情感和文化三个层次的多维概念，处所是人生存和生活的世界，是记忆和情感的载
体，是“安全感和身份认同感的源泉”[7]（p.88）。处所概念和空间（space）概念有密切关系，二者有关联
也有差异：空间并非天然具有意义，而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叙述和记忆被赋予意义，而“被赋予了意义的空
间就是处所”[8]（p.63）。位置（location），地点（locale）和“处所感”（sence of place）是处所概念构成
的三个主要元素。位置指的是带有具体空间尺度的方位；地点是“社会交往的物质环境”（material setting for
social relations），包括建筑、街道、公园和一个地方当中其他“能被识别和触及的内容”；处所感的基础是
人的主观体验，这既源于处所本身的特征，也包括了人们受地域环境激发而生的情感情绪，这些情感情绪可
能是个体的，也可能为群体所共有 [9]。（p.117）处所感对于个体与社会群体都有重要的意义，人文主义者重
视处所感给予人的稳定的安全感与归属感，认为它提供了一种“根脉感”（rootedness），通过无意识的“意
图性”成为人的存在感的核心，构成人定位自身的坐标  [10]。（p.37-39,42-43）段义孚以“恋地情结”
（topophilia）形容人通过情感联系建构的人—地经验 [11]（p.93）。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植根于被唤
醒的空间（erlebteRaum）”[4]（p.31），记忆的呈现依赖于具体可感知的载体，这类载体作为记忆媒介，“
回忆形象”与“回忆空间”为记忆提供了现实存在的空间场域。它们构成文化记忆的“空间框架”，促使“
回忆空间化”。

泛歌拉海岸的独特意义正是毛利人通过文化记忆而建构起来的。“泛歌拉”的名称在神话中被赋予了“
故乡”的含义：派克阿（即天人卡呼提阿）骑乘巨鲸跨越“基瓦大海”，从东方岛屿王国抵达新西兰 [3]。
（p.28）他在泛歌拉的“阿乎阿乎”高地登陆，因景色类似故乡哈瓦以基，将此地命名为“远方的泛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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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29）。“远方”是对地理迁徙距离的暗示，但其命名是对故乡哈瓦以基的镜像表达，打破了物理空间
的割裂，通过神话命名，新空间成为旧记忆的延伸，承载“故乡”的文化内涵。神话中强调泛歌拉的景色类
似故乡，暗示自然景观作为文化记忆的客观外化物。泛歌拉的自然特征不再是物理存在，而是被赋予祖先记
忆的符号，这种编码使自然空间成为文化记忆载体，无需语言即可唤起集体回忆。骑鲸人传说通过“命名—
定居”的叙事逻辑，解决迁徙族群的身份焦虑，泛歌拉因祖先的选择与命名获得合法性，毛利人通过这一空
间不断确认“我们是被选中者”的集体身份。这一过程是文化记忆通过回忆形象对空间进行符号化的具体实
践，当神话叙事将地理空间转变为祖先登陆的神圣场域，泛歌拉海岸便超越了物理坐标，成为“被唤醒的空
间”。小说中的会堂（卡泥）作为部族核心公共空间，兼具实用功能与象征意义：它既是族人集会、议事的
物理场所，更是承载文化记忆的容器。堂内的卡呼提阿雕塑将族群起源、迁徙历史及生态伦理转化为可感知
的文化符号。奶奶将卡呼的脐带埋入会堂边的土地，并祈祷“请祖先一直守护她，求大海保护她，因为是大
海为我们带来了天人”[3]（p.21），这一举动体现了毛利人对海洋与土地的深刻链接，对他们来说，海洋不
仅象征着生命的起源，也是他们历史与生活的核心，传承着他们的代际记忆。外在的土地与内在的精神，共
同塑造了毛利人的处所感。

然而，处所感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的，始终处于“不同表征所产生意义”的对立斗争之中 [9]
（p.117）。阿皮拉纳老人代表的传统势力，通过制度化仪式将会堂建构为“男性主导”的记忆场所，会堂核
心区域禁止女性进入，卡呼提阿的回忆形象用于限制部族继承人的性别，使处所的意义沦为权力结构的附
庸。当老人在会堂向男性开办训练班，空间的封闭性与仪式的排他性共同强化了“只有男性承载正统记忆”
的规定，排斥了女性与自然的链接。当卡呼偷学仪式内容时，暴露了传统仪式的脆弱性：依赖单一性别传递
的记忆链条极易断裂。男孩子们无法成功潜水捡到石雕，暴露了传统仪式在现代语境下的无力，年轻一代既
缺乏与自然对话的能力，也失去了对仪式神圣性的信仰，会堂的训练班沦为形式，海洋的测试场沦为普通水
域。卡呼作为女性成功捡回石雕，打破了的传统规则，被传统排斥的女性反而成为传统意义的重构者，而男
性继承者的失败，恰恰证明了原有仪式空间的意义空洞化。会堂本是族群记忆的核心空间，承载着家谱背
诵、部落会议等文化实践。但当老人将卡呼排斥在外，并在训练班中强调“男子是神圣的”，会堂不再是凝
聚族群的精神容器，而成为性别歧视的工具。更讽刺的是，年轻一代对会堂仪式敷衍了事，反而在摩托车的
轰鸣中寻找认同“摩托车的喧闹声、蓝色烟雾和汽油味…… 使我感到我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3]
（p.76），标志着传统仪式空间的意义流失。

当记忆断裂时，处所便会失去意义而沦为空间。处所的意义并非永恒固定，而是依赖于人与地的情感、
文化、实践的持续互动。海岸承载着毛利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伦理，但现代商业捕捞暴力地改写着这种神圣
性，“太多的人使用潜水设备，太多的人拿着商业捕鱼证”[3]（p.46），“五个男人正在解剖他，他们身上
溅满了鲸血…… 链锯正好切断鲸鱼下颚部”[3]（p.96），当海岸沦为屠杀场，族群和土地的关联被割裂，难
以提供集体身份认同。小说中泛歌拉部族面临的“土地纷争”[3]（p.114），是殖民者通过《怀唐伊条约》等
法律手段攫取毛利土地这一创伤的延续。当老人说“我们曾经有很多守护者，现在几乎没有神在保护我们”
[3]（p.53），实则在哀叹土地神圣性的消逝，被剥夺的土地不仅是物质资源，更是存储记忆的“文化硬盘”
。拉威力离开泛歌拉后，在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城市空间中体验到“非处所”的疏离“这个国家庞
大、旷荡，到处是黄铜色，粗俗而美丽”[3]（p.57）。他的摩托车、夹克衫等个人物品成为故乡的情感替代
品，而异乡的“几维峡谷”[3]（p.57）因失去与土地的直接关联，沦为文化身份的空洞符号。这种流亡经验
印证了处所理论的核心：离开与特定地方的情感——文化连接，人将陷入无根状态 [12]。当人与地的情感纽
带断裂时，处所则会退化为“无意义的空间”[12]。

作为海洋民族的毛利人，其文化记忆深深植根于与海洋共生的历史实践与精神信仰之中。当现代性冲击
导致传统仪式断裂、生态记忆消解，卡呼的使命恰成为文化记忆自我更新的隐喻：她打破性别与代际隔阂，
在祖先登陆的泛歌拉海岸重演“骑鲸人”仪式，重构泛歌拉的处所意义。卡呼违背女性禁入会堂核心区域的
传统，偷听专属男性训练班的教学内容，突破了固化的回忆形象给女性带来的禁锢。传统仪式中，潜水捡石
雕、家谱吟诵等仅允许男性参与，而卡呼在海岸独自完成“骑鲸”这一仪式，用身体实践证明与自然对话的
能力无关性别，打破海洋空间专属男性的禁忌，这种突破使泛歌拉海岸从商业捕鲸的屠宰场回归为具有情感
链接的生态处所，重构了处所的身份包容性。地方感与历史传统紧密相连，但时间的延续并不能构成地方感
这种“经验”的“性质与强度”[13]（p.198），卡呼的仪式证明，文化记忆的激活不依赖对过去的机械复
制，而需通过批判性重构赋予空间新意义，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争取归属感，人们必须客服一些根深蒂固的
文化偏见。泛歌拉从神话原乡到创伤之地再到重生容器的蜕变，揭示了处所的重建依赖于群体的共同实践与
记忆的重新激活，体现了文化记忆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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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本研究通过文化记忆理论与处所理论的视角，揭示了毛利人在《骑鲸人》中通过神话叙事、仪式实践与
空间符号建构族群身份的深层逻辑。从“骑鲸人”派克阿的神话形象到泛歌拉海岸的处所意义，毛利文化记
忆始终呈现为一个包含历史叙事、生态伦理与权力结构的有机整体。卡呼作为女性继承者突破传统性别禁
忌、重构骑鲸仪式的过程，不仅象征着文化记忆对现代性挑战的回应，更彰显了其内在的可重构性，当传统
仪式因性别偏见与环境破坏面临断裂时，个体实践与批判性重构能够激活记忆的生命力，赋予旧有符号以新
的时代内涵。

文化记忆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动态的适应性：无论是神话将历史转化为象征符号，还是仪式通过身体实践
固化规范，抑或是处所在人与地的互动中被赋予意义，毛利文化始终在“记忆”与“遗忘”“传承”与“重
构”的张力中自我更新。现代性冲击下，当海洋从处所沦为资源掠夺对象、会堂从精神容器异化为权力工具
时，卡呼的骑鲸实践证明，文化记忆的修复并非对过去的机械复制，而是通过突破固有框架、重建人与环境
的情感联结，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意义缝合。

从更深远的意义上看，毛利文化记忆的处所建构启示我们：在全球化导致的“非处所”体验蔓延的当
下，任何族群的身份认同都依赖于对“记忆空间”的持续激活与创造性诠释。当卡呼在泛歌拉海岸完成仪
式，她不仅重构了毛利人的性别秩序与生态伦理，更在根本上重申了文化记忆的本质，它既是族群历史的“
根脉”，更是面向未来的“活水”，唯有在代际对话与时代挑战中保持开放，才能让古老的文化记忆在新的
历史语境中延续其精神生命力。这或许为当代多元文化社会中少数群体的身份建构与文化传承，提供了极具
价值的参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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